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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申小龙倡导的文化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世纪 看待

世界的一种精神生产方式，将语言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推

动了中国学术界近几十年普遍发生的方法论上的语言学转向。本

书承袭了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并试图将中国学术的语言问题进一

步转化为文字问题，将文字从语言中解放出来，认为文字不仅是

记录语言的手段，更是看待语言的一种方式。这套具有原创性的

汉字符号学理论，其主旨是要纠正“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的“去

汉字化”倾向，并以言文（语言与文字）关系为轴心，努力恢复

汉字的自主性，考察汉字如何成为汉语和汉文化的基本条件和建

构力量的。

中国文化的“文”（汉字）本位性，与这个文化的视觉符号

系统 汉字的表意性有关。

世界上有两种文字，一是记言的，即言文一致，怎么说就怎

么写，如表音文字；一是代言的，即言文不一，用统一的文字代

替各种方言、语言来说话，如表意汉字。记言的文字是有声的，

代言的汉字是无声的。记言性文字发出的是语言自己的声音，代

言性文字发出的是掌握文字的政权的声音，是统一的国家的声

音，而不是自然语言的声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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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的记言文字是建立在它所记录的语言的同质化基础上

的，因此，言语异声必然文字异形：“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

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言语相异的人，各自用字母拼出各自的

言语，不同的各种文字，遂纷纷出现。⋯⋯我们可以说，自从纪

元前腓尼基人发明拼 无声音字母，欧洲就注定了不能统一。”

的代言文字是建立在语言的异质性（言语异声）基础上的。华夏

文明的大一统性质需要一种无声的、超越各种语言和方言的代言

文字来维系自己的存在，要求一种言文分离的二元符号结构，

即“：言异声（”离心）和“书同文（”向心）。所以，表意汉字的

无声性成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

为了剥夺这个民族的民众对其语言的支配权从而剥夺他

们的自主权，我们必须悬置语言中的口语成分。

相反，有声的拼音字母注定是一种多元化的力量，如果我们

今天使用拼音文字，其记言原则必然使粤、闽等诸方言“众声喧

嚣”而分化成独立语言。当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维系华夏

文明共同体将非常困难，毛泽东当年如果意识到这一危险，是不

会倡导汉字的拼音化方向的。

如此看来，汉字、言文关系等语言文字要素不仅仅是信息手

段，它们本身就是语言或文明的存在条件，是文化的生存和生产

的方式。

二

基于汉字符号学的观点，我们将“文化”定义为文字看待它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社 年版， 页。第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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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的语言的方式，即言文关系方式。

文字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交流系统。文字本质上是视觉

的、无声的、不在场的交流方式；语言是听觉的、有声的、在场

的交流方式。所以，有声性、在场性和无声性、不在场性就成了

一对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言文关系范畴：有声和在场属于“言”

的范畴，无声和不在场则属于 文”的范畴。在人类的文字符号

系统内部，也同样存在这两种言文关系方式：有的文字有声性

强，是偏重“言”的符号系统；如拉丁字母，被称为具有“语音

中心主义”倾向。有的文字无声性强，是侧重“文”的符号系

统，如表意汉字。汉字“无声”的性质不是说汉字真的发不出声

音，而是指作为与拉丁字母相对的关系项而获得的一种文化特

性。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汉字字符意象的可视性质；二是指

汉字不是某个语音单位的必然形式而超越了特定的语音系统。

一种文字，是以“言”的方式还是以“文”的方式看待自己

的语言，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编码：“文”的方式与传统、稳定、

典籍、精英、雅文化、官方意识形态有关，“言”的方式与现实、

变化、面对面交流、大众、俗文化、民间意识形态有关。

正是在这个立场上，有人说西方以拉丁字母为标志的文化是

“说”的文化，中国以汉字为代表的文化是“写”的文化。

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在追寻自己的起源。这种对起源的追

寻我们称为本源模仿，它是一个文明存在和创造的前提和依据。

本源模仿是一种集体回忆，本质上是语言性的、符号性的，是一

种表达方式。希腊民族的本源模仿倾向于口语或“言”的方式，

而汉文化的本源却主要依靠视觉符号系统即“文”的方式，如汉

①叶秀山指出：“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 ⋯中国

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见叶秀山《美的哲学》，人民出版社

页。年版，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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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典籍。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是言和文。

“华夏文化的终极之词称‘道’，儒道两家皆然；基督文化的

。， 太初有终极之词称‘言 言，言与上帝同在，言是上帝

）与中刘小枫将西方的言或逻各斯（ 国的“道”看作是东

西方文化的“终极之词”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作为表达符号的

“逻各斯”和“道”，其言说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逻各斯属于

“言”的范畴，海德格尔明确指出： 的基本含义是言说。”

看作是上在基督教中的 帝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

，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
，

就有了光。⋯⋯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中国的“道”却属于无声的“象”。《庄子 齐物论》“：夫大道不

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意思是“道”是

无声的“象，，，只能显示而不可言说。这种言此意彼的表达方式

是“道”的本质，也是“寓言十九”的《庄子》一书的书写原

则。

对于“ ”的有声性和“道”的无声性，杨乃乔指出：
“

逻各斯 的出场是依借于声音，在东方道家诗学语境这里，

‘道’的出场则是依凭于内视之‘象’而不是声音。”

汪裕雄对比了中国的“道”和西方的 的差异，得出了

“道”重书写的结论：

“道”和“尚象”相关联，它采用的是“言象互动”的

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以诗性语言引导人从形而下世界走向形

①刘小枫主编：《道与言 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编者序，三联书店

年版。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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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世界，凭的是意象及其隐喻象征的暗示功能；“逻各斯”

则和“思辨”相关联，它采用的是“语言逻辑”符号系

统⋯⋯“道”的符号系统并不舍弃“象”，未与具体感性经

验隔绝，这里埋伏着这个文化之重经验、重历史、重文字书

写⋯⋯特点。

“道”属于“文”的范畴。因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尚象”。

汉字是以形体之象、意义之象来表达汉语的，中国的“道”也是

以无言的象来表达世界的。它们都是属于言此意彼的无声方式，

以推迟所指出场来呈现所指。这种汉字思维的方式就是“文”。

言和文、说和写，作为两种文化模式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在场

和不在场。

“言说”是当下的、面对面的交流行为。交流对象和指涉对

象的在场性，使得在言说过程中语言具有“自我遗忘性”，口说

的语言将自己让渡给对象后便自我消失，语言仿佛是对象的透明

的媒介。这种在场性的交流模式可概括为“ 是 代表语

言或能指， 代表对象或所指 在指涉。 的过程中仿佛抹去自

身而变得透明，二者之间建立了同一性的联系。

“文”或“写”悬置了交流者和现实世界，这种不在场性使

它将自己的意象世界掩饰为对象世界。它首先将注意力引向自

身，然后按照“文”指引的理解方向转向不在场的他者。所以，

“文”具有转义性或言此意彼性，其公式可概括为“ 犹如

与 之间的非同一性联系拉大了符号中介性空间，强化了对符

号意指过程的选择性运作而不是对象的认识。

西方的“ 是言”是在场的“ ”之交流模式，中国的

“文”是不在场 犹如的“ ，即言此意彼的交流模式。如果在

①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 页。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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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言文关系的二元格局下理解东西方文化，许多问题可能会迎

刃而解。

泰特罗在分析中国昆剧时指出，它的“表演中的一切都是场

面的。面具、发式和服装奇特而荒唐，而我们却知道它们建立了

一种严密和明确的代码化”，因此他得出结论“：西方戏剧诉诸言

辞，东亚戏剧诉诸视觉。西方演员说话，东亚演员表现代码。”①

“诉诸言辞”和“诉诸视觉”，显然是一对“言文”关系范畴。中

国京剧那种大写意的、言此意彼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汉字六书的

“文”的视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

犹如 的“文”是无声的“象”思维或言此意彼性，
“

是 ，的“言”之本质是强调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同一性

或直接联结关系，强调在场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有声交流。弗

朗索瓦 于连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言文”对立称之为“面

对面”和“迂回”：

逻各斯的本质就是在最近处把握对象。从相反的意义上

讲，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将看到，中国表达法的本质（也是中

国文章的特点）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曲”：以与

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

这里所说的“迂回”就是汉字“文”的精神。“迂回”或

“言此意彼”就是“以无声的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文字放弃了

自己声音的在场，而借一种形象中介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它

将自己的意思寄托在“言此意彼”上，这种过程只能“看”或意

会，而不能说出。

而西方的“言”或逻各斯的本质就是直接性和面对面：

① 泰特罗：《文本人类学》，王宇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 弗朗索瓦 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 页年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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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剧场、法庭还是议会，也追求的是同样的结果。

众所周知，演讲者们在特定时间内的相互指控，而每一个在

场者都能同时在内心深处作出决断：这种向一个或另一个方

向冲撞的对抗“推力”最终以投票票数多少决定。同样由

此，话语的这种面对面，它的揭示总是紧密地与民主组织相

关联的（为使人信服，只需估量一下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

电视辩论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就够了）。

古希腊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话语言说的文化：“话语置于

有组织的面对面之中，这就对希腊人构成远不止理论游戏的一种

真正的理智工具：支持和推翻一个证明，通过正题或反题进行证

明，对他们来讲是面对听者引出宝贵真情的最好途径。”

言和文的差异同样也是中西语言的区别性特征。

徐通锵认为，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的基础

单位及其编码规则不同。这个基础单位他叫做（编码单位的）

“码”。印欧语言的“码”是词（ ）。在西方语言社团中最小

的语音感知单位是音素，需要把若干音素组织起来构成音节，而

后再把若干音节组合起来才能指称现象，编成语言中的一个

“码”，即词。在印欧语中，音素和音节都是结构要素而不是意指

单位，它们不是单独与意义联结的必然形式，一个“码”需要几

个音节是不定的，如 所以印欧语

“只能采用约定性的编码原则”。

汉语的情况与印欧语不同。它的音节既是听觉的最小单位，

也一种是自足的编码单位，一个音节就可以编成一个“码”，这

弗朗索瓦 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二联书店 年版，第 页。

同上 页。书，第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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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码”徐通锵叫做“字 虽然他说的“字”是一个语言单”。

位，但已经触及到了汉语基础单位的汉字性问题：即汉语的音节

具有附义性（一般都携带一个意义）和附形性（一个汉字对应一

个音节，即一个音节通常需要汉字形体来区别）。也就是说，西

方语言的基本单位是音义结合体，重“言”；汉语的基本单位是

形音义结合体，重“文”。所以徐通锵认为，印欧语的“码”是

约定性的词，汉语的“码”是有理据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西

方的“词”和中国的“字”，这种对比实际上间接地揭示出两种

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印欧语更接近“言”的一极，汉语的“字”

更接近“文”的一极。这一点国学大师唐兰、饶宗颐都有论述：

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是用文

字来控制语言，所以，中国有文字学而几乎没有语言学。（详见

本书第一章第 西方的“言”，中国的“文”，一个是有声三节

的、媒介的、在场的符号思维，一个是无声的、图像的、不在场

的符号思维，犹如人的左脑右脑，它们相互对立、依存、对话、

转化，构成人类精神世界互补性的两极。“言”对于中国文化是

稀缺资源，“文”对于西方文化是稀缺资源，为了补偿自我的稀

缺，必须借 这就是对话的思想。只有在言文助于对方的剩余

之间对话格局下考虑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才是全面的、整体

的、世界的眼光。

言文二元结构模式，既是系统外部的区别性特征，又是系统

内部不停地自我重建的两种互动力量。我们所说的汉字的无声性

即“文”的性质，是从与拼音文字的对比中获得的，所以它是汉

字外部的区别性特征。但从汉字内部的结构分析，“无声／有声”

互动的言文关系又是这种符号系统运作的内在机制。

汉字“无声／有声”的言文关系，表现为“意象性”。

①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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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字，画了一个甲骨文 眼眶的轮廓和一个夸张而凸出

的眼球，其写意性使得整个字形既像又不像人的眼睛。这种“像

与不像”之间的距离感，就是汉字“意象性”。汉字的“意象”

实际上包含像与不像两个要素，我们把其中“像”的成分称为

“象”，把“不像”的成分称为“意”，合称为“意象”。

汉字的“象”符号学称为“理据性”，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之间有象似性；汉字的“意”则是理据性的淡化甚至磨失，即符

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象似性减弱，任意性增加。汉字的意象性就

是理据性和任意性的统一。

以上虽然在个体的汉字中分析出了意和象二元成分，但我们

说汉字的意象性质，更重要的是指整个汉字系统的运行机制内部

的意和象二元结构。汉字符号系统是围绕一定目的发挥其系统作

用的，这个目的性就是汉字“象”的本位性，它主要包括形体之

象、意义之象。因为“象”的无声性是华夏文明得以存在的基本

条件，所以整个汉字系统是以“象”为目的而展开的“象”和

“意”的关系运动。

但汉字系统内部是由“象”和“意”两种结构要素共同构成

的。

以甲骨文为例， 字以画对象的全形来代表“鹿”这个动

字画的是对象的头部物； ，以部分来代表“羊”这种动物的

整体。 的字形字义基本相等，理据性强，人们可以按照它的字

形去直接理解这个字的意义， 的字形这就是“象”的方式。而

与字义虽然有象形的理据联系，但它们之间是不完全相等的，人

们能感觉到这个字“以部分代整体”的距离感，让人们感到不能

直接根据字形去理解字义，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任意约定性质。相

对而言这就是“意”的方式。

作为一对关系项，“象”的结构要素强调符号的视觉理据性

质，强调以视觉形象或能指的在场来取代语言单位（所指）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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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因此更具有无声性或“文”的特征；“意”的结构要素凸显

了符号的任意约定性质，通过暴露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感而增

加了对语言单位或所指的认同，因而更具有声性或“言”的特

征。

就整个汉字系统来说，表意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和假借字的距离感是不一样的。表意字的形体中包含了解释词义

的视觉理据，属于“象”的方式，是无声的“文”。而假借字的

形体却不包含这种意义上的解释性，其形体与所指对象之间的任

意性增加了，变成了一个表音符号，属于“意”的方式，是有声

的“言”。因此，汉字的意象关系是层累性的：形体之象内部，

全形的象形字是“象”，非全形的是“意”；形体之象与意义之象

相比，形体之象的汉字是“象”，意义之象的汉字是“意”。

在意象性汉字内部，“象”和“意”是两种既相互对立、又

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言文关系力量。从静态结构描写的角度分

析，“象”的方式代表了视觉的、无声的、动机性的符号化思维，

而“意”的方式代表了有声的、对象化的思维。或者说，“象”

的方式体现了汉字支配、征服汉语的文本位力量，“意”的方式

体现了汉字记录汉语、向汉语靠拢的言本位力量。

在“象”和“意”的历史较量中，最终占上风的总是“象”。

这是因为，其一，汉字的“意”是寄生于“象”的一种调节方式

（这一点的详细分析见本书第三章对假借的讨论）；其二，汉字的

“象”是构成华夏文明可能性的基本条件：“象”导致了无声文

字，无声文字完成了对各种语言文化的同化，这种同化造就了大

中华的文化版图。所以，我们把汉字的意象性解释为以“象”为

本位所展开的像与不像之间的运动。

我们再看汉文化中的言文关系运动。

在文论界，郭绍虞较早地区分了“文字型文学”和“语言型

文学”，这说明他意识到了中国文学中的言文关系问题。其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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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中的“雅俗”概念就属于言文关系范畴。“雅”代表

了知识精英通过典籍和文本进行历史创造的文化模式，是汉字性

的“文”或“文本化”一极；“俗”代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靠口

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模式，是去汉字性的“言”或“话语化”一

极。

《六经》之首《诗经》中的“六艺”赋、比、兴、风、雅、

颂，就是一个“雅俗”二元互补的格局。

“风、雅、颂”就代表了“雅俗”两种文体风格。《风》诗多

是民间作者的作品；《小雅》的作者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军队

中有创作才能的将士；《大雅》和《颂》的作者则是地位很高的

大臣与宫廷文人。因此“，《风》诗更多民间歌谣的特色，呈现一

种自发的创作状态，本体意识与功利意识都较轻甚至没有，而与

之相对应的《大雅》与《颂》，其作者更多地表现出自觉的创作
”

意识与文体意识 从民间歌手到文人，从《风》到《雅》

诗，所谓的文体的“自觉意识”的明朗，其实就是一个由俗到

雅、由口语而文字的过程，一个不断汉字化的过程。

“雅俗”之间的相互置换、尤其是“由俗而雅”，是中国文学

艺术形态的基本发展线索。相对而言，《诗经》、诸子散文、唐诗

宋词等都是雅文学，而楚辞乐府、元曲杂剧、话本小说等则属于

俗文学范畴。即使是每一文学样式内部，也经历了“由俗而雅”

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国风”、楚辞、乐府，以至宋词、元

曲、杂剧、话本、小说等，都经历了由“俗”变“雅”的置换。

在这种置换中，章启群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知识分子参与‘书

面文本’的整理与创制。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以李白、欧阳

修、柳永、苏轼、南唐二李、李清照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创造，长短句（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汤显

陈良运：《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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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李渔、冯梦龙、曹雪芹等人，那些民间的说书、街谈巷议、

‘假语村言’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 诗三百’相传经过孔

子的删定；屈原的《离骚》，更是民间‘楚辞’的升华。这种俗

文化被雅文化的整合的情况，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章启

群进一步 书面’的、知识分总结到：“这种民间的、口头的和

与 雅’的关系子的关系，就是‘俗 ”。

可见“雅俗”的范畴最终还要回到口头语和书面语、白话与

文言、汉语和汉字这基本的言文二元关系中解释。“由俗而雅”

的过程，就是言本位向文本位、语音中心主义向汉字中心主义转

化和置换的过程。

在儒道互补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儒家崇文，道家尚质（”详

见第五章第二节 。这里的“文质”也是一对言文关系范

畴。“文”指汉字、诗书礼乐、儒家经典，而“质”在道家那里

代表“去文”“、去典籍”后的原始自然状态。《庄子 缮性》“：文

灭质，博弱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所以，

儒家代表“文”的一极，道家代表“言”的一极。当然这个

“言”是相对的概念，是以“无言”的方式坚持言的立场（这个

“言”相对于西方的“言”，又属于“文”的范畴）。杨乃乔将儒

家的“文”概括为“经学中心主义”，或者说，这个“经学中心

主义则是书写中心主义的问题”。 显然，他所谓儒家的“书写

中心主义”是一个“文”的范畴。

① 章启群：《知识分子与文化“书面文本” 兼论人文精神的源泉》，《原道》

辑第 ， 年。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 页。年版，第，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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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大致考察了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文字性或文

本性是汉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合治”的文化语言

观：站在言文关系的角度考察汉语言文化的每一个要素和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我概括为“去汉字化”运动。“五四”

的反传统就是反汉字、反汉字所代表的文本位的文化方式。“五

四”的言本位精神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崩溃，促成了语言

与文字、语文与文学、文史哲等统一体的分裂：文字成了语言的

工具、语言成了文学的工具、文学成了哲学和历史的工具。在这

种层累的工具与中心的二元关系项中，前项属于“文”的范畴，

后项属于“言”的范畴。“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的主流是将“文”

贬低为工具，这意味着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去汉字化”

运动。它将中华文明推向现代社会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割裂

了传统。所以，“去汉字化”是一种“分治”的文化观：在言文

分离的状态中悬置“文”的要素而突出“言”。这种“言本位”

的分治观并非不考虑“文”，但它主要是从如何有效地表达“言”

这个角度来确定“文”的价值的。比如当代的汉字学，都是以如

何有效地记录汉语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其结果是汉字

学成了汉语学的附庸，它从未真正地获得自己的学术话语和独立

的学科地位。

本书的目的就是以符号学的观点恢复汉字学的独立性质。它

不是对传统语文学的简单回归，它倡导的是一种“合治”的新语

文学术观。我们将这个“新语文”观定义为：

言文关系是文化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东西文化的区别性特征

（汉文化重“文”，西方文化重“言 ，又是汉文化内部不停地自

我重建的二元机制。在汉文化的言文二元格局中，文本位是其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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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汉字既是汉语和汉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又是这种语言

和文化不停地自我重建的主导力量。

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实践这一“新语文”思想：站在“文本

位”主导的言文关系格局中研究汉语和汉文化的每一个问题。笔

者坚信本世纪中国学术将面临一场汉字学转向，并把本书看作是

这个转向的一次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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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字符号学的观点

本章主要讨论的问题有：语言学文字观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依

附性而忽略了二者的言文关系（指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下同）

性，德里达的哲学文字学将文字从语言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

符号学文字观则进一步将言文关系处理为一种表达式。

第一节　　不同文字观的嬗变

言本位文字观

言本位文字观是站在语言的立场上看言文（语言和文字）关

系。其核心观点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是以自己的消失唤

出语言在场的透明媒介，文字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文字学从属

于语言学。这种文字观被德里达批评为“语音中心主义”或“逻

各斯中心主义”。

言本位文字观的经典表述当数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的存在只是为了表

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

后者单独构成的。

索绪尔的论述中包括了两个命题： 文字是语言的透明介质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页年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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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是语和操作工具。 言学的附庸。

根据命题 ，由于文字的透明和工具性质，我们通过文

言文研究古汉语，通过白话文研究现代汉语，是可以在一种

“去文字化”的理想状态下直接面对语言本体。仿佛由汉字呈

现的汉语就是汉语本身，可以对其外在包装（汉字）忽略不

计。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对于非表音的汉字而言，它

绝不是汉语的透明媒介。譬如我国诗歌的最早总汇《诗经》

所收录的多半为方言民歌，其地域覆盖河南、山西、陕西、

河北、山东甚至渐推至长江流域。这些方言诗歌后经文人以

“雅言”（当时的书面语）整 述而》理加工而成。所以《论语

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诗经》

实际上经历了两套符号系统的转换：由方言口语形态的“诗”

转化为书面雅言形态的《诗经》。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只能是

汉字呈现的雅言《诗经》，由于表意性汉字不反映方音的差

异，所以汉字书写的雅言将方言口语形态的“诗”永远地遮

蔽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将汉字呈现的《诗经》

误认为是口语形态的“诗”本身，将书写的汉语误作口说的

汉语。汉字对汉语的遮蔽说明，文字不是语言的简单的工具

和透明载体。至少对古汉语研究而言，索绪尔的“语言学的

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

的”命题是不符合中国语言学的，我们不能够脱离汉字来研

究汉语，汉字不仅仅是记录汉语的工具，同时还是汉语存在

的基本条件。

，文字学没有自己根据命题 的独立地位，它仅仅是语言学

的附庸。现代汉字学界也将这种源自拉丁字母的言本位文字理论

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人们普遍认为，汉字仅仅是记录汉语工

具，有关汉字性质的定义，都是以汉语为认同坐标、以汉语的性

质来界定汉字的性质的，如表词文字、语素文字、意音文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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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上看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和记号文字等等。 ，认为

汉字的价值来自于它记录汉语的有效性以及它对汉语的适应性。

总之，现代汉字学主要是将汉字放在与汉语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关

系格局中来考虑汉字的性质和功能的，汉字是从属的，它没有自

己的价值，它的价值来自于汉语。汉字学也只能在汉语学那里找

到自己的学科归属。当文字学不能从对语言学的附属地位中解放

出来的时候，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字学。我们认为，文字学属

于符号学而不应该从属语言学。汉字“六书”所具有的内涵极为

丰富的符号编码方式，本可以演绎成一套迥然不同于拼音文字符

号的东方文字学理论，然而在现代汉字学那里，“六书”被简单

地处理为汉字形体单位的构成方式，这些方式仅仅是为了有效地

记录语言而存在，至于它们独立于语言的符号编码精神被忽略不

计了。于是，在西方言本位文字观支配下诞生的现代汉字学，失

去了自己与拼音文字理论同等对话的资格。

文本位文字观

文字的遮蔽原则和投射原则

根据索绪尔等级制的言本位文字观，文字应该忠实地反映了

语言的构造。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相反的事实：

法语的 后面跟一个辅音时，根据读音规则其 音本是不

应该发音的，可是“现在在巴黎已经有人把 七个女

①语言决定论的文字观的典型表述如下：“世界上的文字多种多样，其根本的

不同，则取决于文字体系中的字符的功能。字符记录的语言要素不同，文字的类型

就不同。前苏联文字学家依斯特林说‘既然文字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和图

形就应该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何种要素来分成各种类型。文字类型的名称也应该据

此而来 。字符记录语言要素的功能决定文字的性质。”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字母”与“字”的关系》，《汉语学习》 年第

期。


